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主持人语】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

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

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我们还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

全”。因此，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形势下，在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时代背景下，

理清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发展历史上是如何一步步地推进经济建设“高质量”发展的，以及各个时期经济发展质

量思想的内涵和特征，对于正确理解和丰富当前的高质量发展内涵具有重要价值。为此，有必要对高质量发展

的理论内涵进行溯源和拓展，从“经济发展质量”这一更具一般性的研究范畴出发，从建党百年这一更长的时

间框架出发，来理解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与转换逻辑。同时，鉴于中美两国的合作与竞争呈现出新的

特征和复杂性，在新发展阶段我国要在高质量发展基础上把安全提升到新高度。因此，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时期工业化思想特别是首重安全和兼顾发展的战略逻辑，有助于通过新型工业化道路把我国从工业大国转

变为工业强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程　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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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做出的重

要战略判断。那么，这一重要战略判断是建立在何种思想演进基础之上的呢？这一演进又遵循怎样

的转换逻辑呢？文章立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百年时间框架，系统梳理和提炼了中国共产党经

济发展质量思想的探索脉络，并深入考察了这一思想演进的理论逻辑。研究表明：（1）自中国共产党

成立以来，经济发展质量问题始终得到关注，并经历了方法论内涵（1921−1949 年）、生产关系内涵（1949−

1978 年）、生产力内涵（1978−2012 年）和生产方式内涵（2012 年−）四个焦点转换和思想发展阶段；

（2）这一思想演进过程遵循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马克思主义

逻辑，“始终以人民利益为根本价值取向”的社会主义逻辑，以及“意识形态具有强自觉性和高适应

性”的中国特殊逻辑。因此，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思想的提出与发展，不仅受到物质生产层面客观规律

的决定性作用，而且是对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质量思想持续探索的继承与突破，更受到新时代人民

利益目标导向以及意识形态自觉变革的关键推动作用，这些均构成我国高质量发展的特殊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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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做出的重要战

略判断。高质量发展不仅成为 2012 年以来我国经济工作的核心主题，同时也将成为未来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实践路径。然而，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定性范畴，它不仅具有科技

创新、产业现代、效率提升、生态优化等一般性内涵，同时也必然蕴含着由价值判断所决定的特

殊内涵，即为谁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怎样的高质量发展以及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等。因此，将

一般内涵与特殊内涵有机统一，方能厘清我国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并在新发展阶段更好地

推进和实现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

关于高质量发展的提出原因和理论内涵，目前学术界已有丰富的研究。对于高质量发展的

提出，大部分学者认为，这一方面是中国经济经历长期高速增长之后由量的累积到质的提升的

必然，是遵循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结果（逄锦聚，2019；李彩华，2019），体现出了质量互变的唯物

辩证法逻辑、质量并重的古典经济学逻辑以及先量后质的后发国追赶逻辑（张俊山，2019；胡鞍钢

等，2019）；另一方面则是化解社会主义矛盾、面临资源和环境条件的约束、提升国际竞争力、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洪功翔和洪阳，2018；任保平，2018；周文和李思思，2019）。在此基础

上，学者们也从不同视角对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进行了深入分析。例如，从新发展理念角度，

认为高质量发展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共享的发展，是创新和效率提高的发展，是国民经

济比例和结构协调、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的发展，是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是开放的发展（逄锦

聚，2019）；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提出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转变，而物质资料

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周文和李思思，2019）；聚焦动力机制层面，认为高质量发

展阶段对应着更具本真价值理性的新动力机制，即更自觉地主攻能够更直接体现人民向往目标

和经济发展本真目的的发展战略目标（金碚，2018）。

以上研究对于深入理解我国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但也存在一定的

拓展空间：（1）现有研究主要聚焦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但对其历史逻辑的分析相

对较少。然而，高质量发展这一重大战略的提出并非一日之功，从长时间框架出发考察其历史演

进，继而厘清“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①是深刻认识我

国高质量发展理论内涵的必要环节。（2）部分涉及历史逻辑的相关研究，主要从物质生产层面的

一般规律和客观要求出发进行阐述，但对于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质量思想的形成和演进这一意

识形态层面的作用则存在不同程度上的忽略。然而，这一点恰恰是我国高质量发展区别于其他

国家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键所在，且早在 1956 年中共八大便已对此有明确强调，即“社

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但要表现在经济成就的数量和进度上面，还必须表现在它的质量上面”。②这

意味着，我国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不仅受到物质生产层面客观发展规律的决定性

作用，还始终蕴含着极强的意识形态层面的自主和自觉推动作用。

为此，我们有必要对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进行溯源和拓展，从“经济发展质量”这一更具

一般性的研究范畴出发，从建党百年这一更长的时间框架出发，来理解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理

论内涵与转换逻辑。

实际上，对于经济发展质量问题，理论界已有不少前期研究和探索，并且形成了对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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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21 年 7 月 2 日。

②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9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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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内涵的不同认识。一种观点是将数量和质量视为经济增长的两种属性，认为经济质量主要

体现在资源要素投入比例、经济增长效率等方面（卡马耶夫，1983；武义青，1995；郭克莎，1996），

而好的经济增长应是经济数量扩张与质量提高的统一（钟学义，2001；赵英才等，2006）。另一种

观点则更为广义，认为经济质量是发展方式、经济结构、产出效益、人民生活、生态环境等诸多品

质增长方面表现出的优劣程度（彭德芬，2002；马建新和申世军，2007；李变花，2008；刘兴远和宣

严，2016），其对应着一种新的分析范式即质量经济学，并囊括微观、中观、宏观三重维度（任保平

等，2017）。与此同时，也有部分研究考察了经济发展质量的长期演变问题，如构建质量指数并考

察其历史变化（任保平和刘戈非，2020），探究经济发展速度与质量的长期转变规律（马立政和李

正图，2020），考察新中国 70 年来经济发展质量的变化特征（程虹和高诗雅，2019）等；还有部分研

究关注到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思想的演变及其重要作用（赵晓雷，2018；陆岷峰和欧阳文杰，

2020；王立胜和刘刚，2020）。

从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出，经济发展质量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学研究主题，对其内

涵和演变的探索也绝非是新时代背景下的“新鲜事物”。然而，这些研究仍未能填补前述提出的

两个拓展空间。一方面，现有研究大多未能从长期视角进行分析，尽管部分研究关注到了经济发

展质量的长期变化，但主要侧重于现实考察，并未充分关注到经济发展质量思想的关键作用；另

一方面，部分研究探讨了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思想对我国经济发展道路的重要作用，但其视角

更为宽泛，并未聚焦到经济发展质量思想。因此，对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质量思想的历史演进、

转换逻辑及其重要作用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深化。

为此，本文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百年时间框架出发，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质

量 的 相 关 思 想 ， 并 根 据 对 经 济 发 展 质 量 内 涵 的 认 知 视 角 与 思 想 侧 重 的 不 同 ， 将 其 划 分 为

1921−1949 年以方法论内涵为核心的思想探索、1949−1978 年以生产关系内涵为聚焦的思想探

索、1978−2012 年以生产力内涵为侧重的思想探索以及 2012 年至今以生产方式内涵为框架的思

想探索四个阶段。①在此基础上，通过剖析这一思想的演进特征和演进规律，概括出中国共产党

经济发展质量思想转换所遵循的马克思主义逻辑、社会主义逻辑以及中国特殊逻辑。最后，阐述

这一研究对理解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思想的理论启示以及对新发展阶段进一步推进实现高质量

发展的现实启示。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1）梳理了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发展质量问题的思想认知与

内涵探索，这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思想的学术研究；（2）厘清了中国共产党经济发

展质量思想的转换逻辑，这有利于加深对中国共产党高质量发展思想形成机理与理论内涵的科

学理解；（3）概括并解析了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质量思想转换所具有的合规律性、强自觉性、高

适应性、一贯价值导向性等特征，这将拓展对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认知。

二、1921−1949 年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质量思想探索：以方法论内涵为核心

1921−1949 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②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发展思想以保障革命供给为主导，

但与此同时也在方法论层面形成了对发展的数量和质量之间辩证关系的内涵探索，这为中国共

  2021 年第 10 期

① 本文对四个阶段思想特征的提炼，是针对每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对“何为经济发展质量”这一问题的认知层次和思想焦点，而非对应中

国共产党整个经济发展思想，因此并非意指在某一阶段的经济发展仅考虑生产关系变革或仅考虑生产力发展。

② 本文对建党以来四个历史时期的划分，即 1921−1949 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49−1978 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78−2012 年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2012 年至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参考了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在《光明日报》

中的划分方法。参见曲青山：《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党史要论》，《光明日报》，2021 年 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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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经济发展质量思想的后续深化探索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前提和认知基础。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华民族危难之际，深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影响，旨在建立无产阶

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然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要先

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方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为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中国

共产党第一次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

经济发展思想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获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首要目标，

因此，保障革命补给、解决生存问题便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思想的核心所在。对此，毛泽

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进行了清晰的阐述，即“在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

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

的，是服从于它的”。①而且，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财政政策等具体经济建设思想也均以保障革

命补给为主要考量，强调“发展农村经济，保证战时生产品的自给”“财政政策以有钱出钱和没收

汉奸财产作抗日经费为原则”等。②

但现实的局限性并未禁锢中国共产党人对经济发展质量问题的思想探索，并逐步形成了这

一时期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方法论内涵”认知。

一方面，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之中始终有着对于数量和质量的辩证

认识。“质量互变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为此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思想的

方法论基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数量和质量的辩证认识主要体现在军

队管理和党员发展方面，如强调部队“须具备数量扩大和质量提高两个条件”③“党员的质量重于

数量”④等；但伴随着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这一认识也逐步渗透到经济领域，如 1945 年毛泽东

在《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一文中便谈到，“一切产品，不但求数量多，而且求质量好”；⑤这些论述

中均蕴含着丰富的对于数量与质量辩证关系的方法论认识，并始终贯穿于后续中国共产党人的

经济发展思想之中。

另一方面，在具体经济工作中，中国共产党人逐步形成了多方面兼顾的方法论思想。由于生

产力的局限和根据地物资的贫乏，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经济发展质量的现实关注主要体现

在“多方面兼顾”思想上。在抗日战争根据地时期，毛泽东便提出发展经济要“公私兼顾”或者

“军民兼顾”，并强调了经济和财政工作之间应形成“统一的、指挥如意的、使政策和制度能贯彻

到底的工作系统”。⑥在解放区经济建设时期，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要“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生产和

节约并重”；⑦在 1949 年 3 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在确定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同

时，也强调了“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

地联系起来”等。⑧这些思想阐述，不仅是对唯物辩证法的现实运用和方法论拓展，而且也是中国

共产党人积极探索适应于当时经济基础的经济发展质量内涵的过程，为后续思想探索的不断深

化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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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23 页。

②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4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81 页。

③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33 页。

④ 参见陈云：《陈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06 页。

⑤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 020 页。

⑥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96 页。

⑦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 176 页。

⑧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 4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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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49−1978 年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质量思想探索：以生产关系内涵为聚焦

1949−1978 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核心经济目标在于确立社会主义基

本制度并推动中国尽快从农业国转向工业化国家，实现经济的全面赶超。但作为无产阶级政党，

经济发展质量问题始终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度关注，尤其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明确

认识到，经济发展质量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必然要求，继而形成了聚焦生产关系内涵的经济

发展质量思想探索。

新中国成立伊始，国内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一穷二白”的落后状况成为当时最大的现实；

相比而言，苏联通过实施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以及赶超战略，已成为当时的世界大国，为社会主

义国家提供了极强的示范引领。与此同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基本完成了经济现代化，

并对我国采取了诸多国际封锁和限制。因此，为尽快恢复社会生产，实现向社会主义的平稳过

渡，我国借鉴了苏联模式，采取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逐步建立起国家统一调配的计

划经济体制。与之相适应，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以实现全面赶超为核心的经济发展

思想。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我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赶超思路，逐步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

工业化体系；但另一方面，在赶超战略的速度和进度上，又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激进偏向，比如强

调“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总路线的基本精

神……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①多次提出用较短时间实现“赶英超美”的激进目标等，这使得这

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思想出现了多次的反复和调整。

但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始终未放松对经济发展质量问题的关注，且伴随社会主义制度的

确立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实践，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发展质量的认识已突破了方法论层面

的探索，进一步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视角出发来理解经济发展质量的内涵。

首先，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已将经济发展质量明确为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必然要求。早在

1951 年，李富春便在第一次全国工业会议上提出，“应发挥全体职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打破旧

的生产标准，反对粗制滥造，力求质量的提高”，要“防止单纯地延长工作时间、加强劳动强度、追

逐数量、忽视质量的偏向”。②1956 年中共八大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地位有了更为明确的界定，即

将其视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最迫切的问题之一”，并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但要表

现在经济成就的数量和进度上面，还必须表现在它的质量上面”。③这便将经济发展质量的内涵

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即并非仅考虑量变基础上推动质变的一般规律，而且强

调了数量与质量共同提升的社会主义特殊要求。这一思想旗帜鲜明地体现出了中国共产党对经

济发展质量的使命关注，且这一关注对于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现实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其次，在具体经济工作中，这一时期对于经济发展质量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好和省”以及

“按比例发展”的问题上。1958 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确立了“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并

强调“多和快是对数量和时间的要求，好和省是对质量和成本的要求，它们是相互补充的、互相

制约的”。④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数量与质量的辩证认识在经济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和呈现，同

时这一思想背后的一个隐藏逻辑在于，“我国之所以能够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

义，是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⑤由此衍生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比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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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力争高速度》，《人民日报》，1958 年 6 月 21 日。

②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75、286 页。

③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9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95 页。

④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65 页。

⑤ 参见张宣三：《又多、又快、又好、又省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经济研究》，1958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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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关系的问题，也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以及学术界的讨论焦点，其中“发展的比例”便蕴

含着经济发展质量的内容。对此，当时形成的一个较强的共识是，社会主义经济不仅要求高速度

发展，而且要求按比例发展（杨英杰，1959），且正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使得国家可以根

据速度和比例间的客观数量联系来拟定和实现最优计划方案（刘国光，1962）。可见，不论是经济

发展的“好和省”，还是“成比例发展”，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经济发展质量内涵的理解均是

基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一立足点，且将其视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和优势体现。

四、1978−2012 年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质量思想探索：以生产力内涵为侧重

1978−2012 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思想以推动高

速增长为主导，但始终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关注从未减弱，而

是进一步将其纳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主旋律之中，逐步形成了以生产力内涵为侧重的经济

发展质量思想探索。

上一时期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偏离实际的赶超战略，使得中国经济陷入了停滞和

混乱，这引发了国内学者关于集权与分权、计划与市场、管理体制改革等问题的讨论，为新时期

中国共产党新的经济发展思想的产生提供了现实和理论基础；与此同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

也在发生显著变化，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深、世界范围内的新科技革命发展以及中苏关系的变

化等，使得我国与国际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进一步拉大，继而为中国打开国门、融入世界经济提出

了现实和时代要求。为此，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时代选择，并逐步形成了以高

速增长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思想。一方面，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村经济转型、国有企业改

革、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价格改革、政府职能转型等问题所进行的思想和实践探索，均旨在激发

经济主体的活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高速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创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港

口城市、建立沿海经济开放区、加入 WTO 等循序渐进的对外开放进程，也旨在融入经济全球化

进程之中，充分发挥我国的后发优势，拉动经济高速增长。

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改革实践以及全球范围内对可持续发展等

问题的关注和践行，尤其是借鉴吸收了先发展国家的经验与教训，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发展质量

的思想也愈发丰富，并逐步从聚焦经济发展质量的生产关系内涵转变为侧重对经济发展质量的

生产力内涵进行探索。这首先体现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从提高经济效益的层面关注经

济发展质量问题。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决定，并强调要通过“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实现“高速度地、稳定

地向前发展”。①但随着经济改革实践的不断推进，“提升经济质量和效益”问题很快得到了中国

共产党的关注。1982 年党的十二大便强调，要把全部经济工作转移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

轨道上来；其后邓小平同志更明确指出，“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

点”，②但同时也要“重视提高经济效益，不要片面追求产值、产品的增长”，③因为“抓质量，这是调

整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如果把这一点抓住了，我们将来得到的益处大，基础就更扎实了”，④因

此“一定要首先抓好管理和质量，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⑤从这些表述中不难发现，这

王    琳、马    艳：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发展质量思想的演进脉络与转换逻辑

① 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1978 年 12 月 24 日。

② 参见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77 页。

③ 参见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2 页。

④ 参见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02 页。

⑤ 参见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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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发展质量的理解总是与经济效益联系在一起，其实质是将经济质量视

为经济增长的一个侧面或属性，视为对经济增长的定性评价，因此有着鲜明的生产力内涵特征。

在此基础上，在具体经济工作中，这一时期主要聚焦“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一问题展开对

经济发展质量的具体内涵探索。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带来了显著的增长动力和经济活力，但相

伴相生的是，我国的生态污染、资源浪费等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为此，早在 1987 年党的十三大便

提出，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到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其后 1995 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首次

明确提出“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其中便包括“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

变”，这一转变更是在后续探索中被认为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所在，①蕴含着

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内容和要求。与此同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成为这一时期学术界探讨的

热点之一，学者们普遍认为，这一转变的实质在于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转变为主要依

靠效率的提高（刘伟，2006），重要内容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和经济质量（卫兴华和孙咏

梅，2007），因此“主要是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的转变，“既不依存于也不会导致生产关系性质的

改变”。②可见，这一时期对经济发展质量内涵的具体探索，同样更多侧重于提升生产力的视角，③

尽管 2007 年以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表述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替代，但后者更多的是

对前者核心内容的延续和拓展，尚未改变其中蕴含的经济发展质量的生产力内涵。

五、2012 年至今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质量思想探索：以生产方式内涵为框架④

2012 年以来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经历“站起来”“富起来”的基础上进一

步迈向“强起来”的新发展时期，“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成为这一时期的主

导经济发展思想。在新发展理念的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适时作出了“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

发展”的重大战略判断。且与此前的经济发展质量思想相比，“高质量发展”思想不再侧重生产

关系或生产力中的一个方面，而是囊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环节和技术、制度、理念三线索

的社会生产方式系统性变革，使得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质量思想探索步入了新境界。

（一）“高质量发展”思想的适时提出

2012 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进入下行阶段，这对于保持了近十年 10% 左右高速增长的中国

经济而言具有重要的转折性意义，同时国内和国际环境也呈现出诸多新的特征。从国内来看，

“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⑤表现为产业结构不合理、科技创新能力不

强、资源环境约束加剧、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等，且这些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

“藩篱”。就国际而言，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快速发展，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显

示出越来越多的矛盾和缺陷，国际经济新秩序正在形成，这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于中国而

言是机遇，也是挑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于 2014 年作出了经济“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明确其

本质在于“提质增效”，指向则在于提高国民生活质量；2015 年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

体会议上进一步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作为“管全局、管根本、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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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胡锦涛：《胡锦涛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546 页。

② 参见卫兴华：《关于经济发展与转变发展方式的几个理论是非问题》，《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 年第 3 期。

③ 这里指的是，这一时期对于“何为经济质量”“如何提高经济质量”等问题，主要从促进生产力的角度进行理解，并非意指这一阶段仅考

虑生产力而不考虑生产关系，显然，要提高经济效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需要制度改革予以推动，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辩证

过程。

④ 本文所谈及的生产方式，既包括生产的物质形式即生产力，也包括生产的社会形式即生产关系，是广义的生产方式内涵。

⑤ 参见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求是》，2012 年第 2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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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管长远”的“指挥棒”和“红绿灯”。

在新发展理念的思想指引下，我国于 2015 年开始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我国开始转

向大力推进高质量生产的重要时代标志。其后在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正式

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经济形势判断；在 2018 年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中进一步对高质量发展进行了系统阐述，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基本

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并强调推进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①至此，高质量发展成

为我国经济工作的核心指向，2020 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也再次强调，“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

发展仍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二）“高质量发展”思想的生产方式内涵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所作出的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论断，以及围绕高质量发展

所展开的系列布局，是从顶层设计角度对经济发展质量问题的全局性、整体性和系统性认识，标

志着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发展质量思想上进入了新境界。从框架布局来看，新时代对经济发展质

量的提升和推进，已不再限于某一产业、某一区域、某一环节，也不再是以“摸着石头过河”为特

征的局部探索，而是总体性、全局性、前瞻性的规划和部署。从运行机理来看，新时代的经济发展

质量提升，不仅要求生产力层面的质量和效率提升，而且要求制度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协同

升级，并旨在形成“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促进，继而实现具有足够内驱动力和

顺畅传导机制的主动性质量提升。由此可见，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思想，其实质是要推动社会

生产方式的变革，这相比过去的经济发展质量思想而言具有跨越式提升。

在框架布局方面，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这一社会生产方式的系统变革沿着以下环节展

开：一是构建高质量的生产体系，这是决定性环节。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将创新理念作为新发展理

念的首要原则，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主线，大力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等思想，均是推动构建高质量生产体系的集中体现。二是推动高质量的分

配体系，这是保障性环节。在协调和共享理念的指引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大力推进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同时强调更好履行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这均

是旨在建设更合理有序的高质量分配体系。三是形成高质量的交换体系，这是枢纽性环节。新

时代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设开放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深化金融体系改革、建设网络强国、构建

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等思想，均蕴含着构建高质量交换体系的内容。四是加强高质量的

消费体系，这是最终落脚点。消费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有着“基础性作用”，②同时高质量的

消费体系又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落脚点和评价尺度。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关于改善民生、优化住

房制度、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生活服务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等思想，均体现了这一点。总之，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思想是涵盖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环节的系统性改革思想。

在运行机理方面，以上四个环节相互支持、相互保障，并且其发展演变背后贯穿着三条共同

线索。第一，技术创新的线索。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始终将科技创新置于高质量发展乃至国家发

展全局的核心地位，强调“加快科技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

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都需要强大的科技支撑”，③且应“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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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光明日报》，2017 年 1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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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各领域科技创新”，①“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②即要充分发挥技术创新尤其是新一

轮科技革命在高质量发展各环节中的核心驱动力作用。第二，制度创新的线索。新时代高质量

发展的一个关键性特征便是以系统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制度创新为基础，即“按照高质量发展

的要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③同时强调要“研究谋

划中长期战略任务和战略布局，有针对性地部署对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具有牵引性的重大

规划、重大改革、重大政策”，④继而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制度创新在各环节中的能

动性和保障性。第三，理念引领的线索。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坚

持理念先行，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⑤同时须“把新发

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构建新发展格局，切实转变发展方式”，⑥即积极发挥新发展理

念对高质量发展各环节的意识形态引领和推动作用。

可见，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思想突破了过去聚焦生产关系或侧重生产力的局部视角，形成了

囊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环节和技术、制度、理念三线索的生产方式质量变革内涵，实现了

思想的质变和跃升。对此，理论界也已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如周文和李思思（2019）认为，高质量

的发展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顺应时代潮流的伟大转变，是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变革的统一；

高桂爱等（2021）指出，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基础在于生产方式的历史演进，其可归结为

符合新时代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生产社会型式（指广义生产方式）。

六、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质量思想的转换逻辑

（一）“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马克思主义逻辑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逻辑，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演变

基本规律的科学揭示，即伴随“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

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当这种矛盾累积到一定程

度，便会推动经济基础的变革以及“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的变革。⑦显然，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发

展质量思想是我国经济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演变也同样遵循着这一基本规律，因

此可将其置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中予以深入考察。

具体而言：（1）1921−1949 年中国共产党以方法论内涵为核心的经济发展质量思想，与我国

极低的生产力水平和革命中的生产关系相适应。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生产力水

平极其低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尚在争取和构建过程中，经济基础的局限性和不稳定性无法促

进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探索，因此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发展质量的认知主要来源于马克思

主 义 经 济 思 想 以 及 革 命 军 队 建 设 等 工 作 中 的 经 验 总 结 ， 主 要 集 中 在 方 法 论 内 涵 层 面 。  （ 2）

1949−1978 年形成的以生产关系内涵为聚焦的经济发展质量思想，由我国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和

相对超前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逐步建立起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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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九大在京召开》，《光明日报》，2016 年 5 月 31 日。

② 参见《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在京举行》，《光明日报》，2015 年 10 月 30 日。

③ 参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光明日报》，2017 年 12 月 21 日。

④ 参见《习近平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人民网》，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1 720 160，2020 年 5 月 22 日。

⑤ 参见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光明日

报》，2020 年 11 月 4 日。

⑥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光明日报》，2020 年 11 月 4 日。

⑦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91-5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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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体制，这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保障了有

限人力、物力、财力的充分调动，但后续“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则使得我国的生产关系相比生产力

显示出超前性和超越性，由此也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发展质量的认识更多的是从生产关

系层面来理解，并将其视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和优越性体现。（3）1978−2012 年以生产力

内涵为侧重的经济发展质量思想，取决于我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主旋律以及向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转型与改革。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本质有了突破性认识，并开始实施改

革开放，推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以积极调整生产关系来适应生产力

发展的要求。也即，这一时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成为经济建设主旋律，无论生产关系还是上层建

筑均服务于这一主题。这便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思想探索，也从生产关系视角

转向了侧重生产力视角，聚焦其提高经济效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内涵。（4）2012 年以来对经

济发展质量的生产方式内涵探索，则是我国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及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进入新层次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推动我国生产力呈现跨越性提升，但经济发展

中的结构性问题和矛盾累积也随之日益突出。2012 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提出一系列新

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旨在通过自觉调整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来推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协同

升级，以助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迈向新层次。为此，中

国共产党对经济发展质量的认知，也不再是侧重生产关系或生产力中的一个方面，而是拓展为

高质量发展这一立足全局的社会生产方式转变。

可见，正是遵循着“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间相互作用的基本逻辑，

才形成了每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导经济发展思想以及对经济发展质量内涵的特定探索。不同

时期我国的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条件、所处的国际环境等均有着不同的现实基础，这决定了每

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导经济发展理念均有所不同，也使得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发展质量的认知

层次和思想焦点呈现出阶段性转换，这一转换过程即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匹配与适应过程。

（二）“始终以人民利益为根本价值取向”的社会主义逻辑

在遵循“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相互作用基本规律的基础上，作为社会

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发展质量思想演变还始终贯穿着一个内在轴心，

即以人民利益为根本价值取向。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便是要对私有制下

“人的自我异化”进行积极扬弃，实现“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①且这里的

人不是“少数人”，而是“绝大多数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

的独立的运动”。②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便始终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并将其作为提

高经济发展质量的一贯价值取向，即何为“质量”，应以满足人民需要为其价值判断。同时，随着

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的不断探索，经济发展质量的“人本”导向越发明确，也更具逻辑性和全局性。

首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已形成了经济发展的人民主体论思想。作为马

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便以为人民谋福利作为根本目标，强调“人民，

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③因此始终将“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一切

言论行动”的“最高标准”，并将其认定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④中国共产党

在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中的各种举措，无论是促进农业生产，亦或是对经济结构的统筹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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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核心均在于依靠人民、调动人民、服务人民。

其次，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明确了经济发展质量的衡量标准

在于人民。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

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①这进

一步突出了人民的主体性地位。具体到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价值取向问题，这一时期也已越发

明确，即要“根据人民需要不断改进产品质量和规格”，②要“使消费品质量提高，品种增加，工农

业产量扩大，服务行业服务周到，而决不是相反……就是要……改造成为这样一种有利于人民的

社会主义经济”。③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关注，不仅有其一般内涵，同时也蕴

含着以“人民需要”为价值判断的社会主义特殊内涵。

再次，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三个有利于”“三个代

表”“以人为本”的思想探索脉络，进一步明确了经济发展质量的人民利益导向。1992 年，为回应

当时理论界对改革开放性质的争论，邓小平同志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其中便包括“是

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是否有利于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明确了生产力

发展必须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持一致方向。在此基础上，2000 年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强调中国共产党“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

民的根本利益”，再次阐明了先进生产力发展的“人民利益”导向。2003 年，胡锦涛同志进一步提

出以“以人为本”为核心、“全面、协调、可持续”为基本要求、“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

目标的科学发展观，继而更加明晰了“又好又快”发展是为了“人”而不是物，“人”是最广大的人

民群众而不是少数人，且要满足人民群众全面和不断发展的需要。

最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强调了人民中心论，并将新时代高

质量发展的目标明确地指向了人民美好生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更加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因此，与以往经济发展质量思想的价值取向一致，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思想的提出

和确立同样是以实现、维护和发展新时代人民最迫切需求为根本目标。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参

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时进行了明确阐述，他强调，“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④在此基础上，高质量发展思想又进一步拓展和确立了其

时代性目标，即要将“高质量发展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紧密结合起来”，  ⑤为实现充分且平衡

的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提供物质内容和保障。其中，高质量生产体系和消费体系侧重于解决美好

生活需要“不充分”的问题，高质量分配体系和交换体系则侧重于解决美好生活需要“不平衡”的

问题，继而力图实现“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有机结合、相得益彰”。⑥

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发展质量问题的一贯关注和积极探索，是其始终以人民利益

为根本价值导向的必然结果；且人民最迫切需要的发展和变化，也是不同时期经济发展质量思

想有不同内涵和侧重的重要原因及方向指引。这为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质量思想标注了社会主

义的注脚，规定了其不同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独特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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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8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16 页。

②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5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88 页。

③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9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44 页。

④ 参见《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光明日报》，2021 年 3 月 8 日。

⑤ 参见《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光明日报》，2021 年 3 月 8 日。

⑥ 参见《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光明日报》，2021 年 3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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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意识形态具有强自觉性和高适应性”的中国特殊逻辑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逻辑，意识形态的本质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一定历史时期的

物质关系，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①但在不同的经济社会条件下，意识形态是否能够以

及何时能够发生符合经济基础适应性要求的变革，仍具有多种可能，这使得意识形态的演变可

能呈现曲折性、反复性甚至停滞性。相比而言，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质量思想的演进与转换历

程，呈现出显著的强自觉性和高适应性逻辑。

强自觉性，是指意识形态自觉且及时进行变革的状态，高适应性则是指意识形态变革符合

经济基础的要求并形成较强反作用的状态，两者均体现了较强的人的主观能动性。马克思强调

了人的主观意识具有能动性和选择性，因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②且

正是这种主观意识能动性强弱的不同，使得上层建筑发生“或慢或快”的变革。③显然，中国共产

党对于经济发展质量的思想探索，显示出极强的自觉性和适应性，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便关注到经济发展质量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便将其界定为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必然要求，

而且在改革开放后及时将提高经济效益确定为全部经济工作的中心，探索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

内涵和路径，其后更是积极进行意识形态的自觉调整，适时提出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

战略思想，助推新时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协同升级。

究其原因，这种强自觉性和高适应性，首先源自中国共产党方法论思想的科学性和先进性。

作为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对于数量与质量的辩证逻辑有着更为清晰的认识。

而且相比斯大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理解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性质完全适

应，中国共产党则始终清晰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

间是“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④因此“为着适应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的要求，生产关系的各

个方面随时需要进行调整”，“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也随时需要进行革

新”，且“这是一个川流不息、万古常新的辩证法的过程”。⑤为此，基于这一科学的方法论思想，

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意识形态层面的自觉变革及其反作用。

其次，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济改革实践与经济思想创新的有效互动，进一步增强了意识形

态的自觉性和适应性。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一标准。为此，自建党以来始终重视实践、依靠实践、探索实践，这使得我国的经济改革实践具有

更强的先行性和创新性，从而也更具经验价值。更为重要的是，无产阶级一党执政使得中国共产

党既是经济改革实践的主导者，又是经济思想创新的引领者，这种主体的一致性使得我国的经

济改革实践与经济思想创新之间，具有更强的逻辑契合性、更快的结果反馈性以及更好的动态

协调性，因此“改革实践−思想创新−新的改革实践−新的思想创新”这一动态发展过程更加有

效，这为意识形态的自觉变革提供了直接动力。

最后，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坚持和完善，是强自觉性和高适应性的制度保障。从改革

开放以前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探索，到 1997 年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

度，到 2002 年进一步提出“两个毫不动摇”，到 2003 年起推动实施混合所有制经济，再到 2019 年

提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拓展内涵，我国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持续探索和

王    琳、马    艳：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发展质量思想的演进脉络与转换逻辑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册），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24 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册），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95 页。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册），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91−592 页。

④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0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66 页。

⑤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2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5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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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其理论内涵，这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强自觉性和高适应性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持。一

方面，以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以及有效的国家调控，保障了中国共产党对经济改革实

践的能动性和控制力，继而使得“自觉变革”的意识形态能够作用于经济现实；另一方面，多种所

有制并存、多种分配制度并存以及不断完善的市场机制，则保障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包容

和开放，而这又反过来提升了其适应性和自觉性。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所具有的强自觉性和高适应性，不仅彰显了无产阶级政党进行国家治

理和指导经济工作的独特优势，而且体现出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质量思想演进的中国特殊逻

辑。与此同时，以上所述的马克思主义逻辑、社会主义逻辑以及中国特殊逻辑又相互支撑，社会

主义逻辑和中国特殊逻辑须以遵循马克思主义逻辑为前提，社会主义逻辑和中国特殊逻辑之间

则相互加强，三者共同推动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质量思想的演进与转换。

七、研究结论和启示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重要论断的提出，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

核心的党中央在面临经济“新常态”、新技术革命、新国际形势等诸多挑战的条件下，及时作出的

战略调整和改革部署。要深刻理解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不仅要进行理论逻辑和现实逻

辑的分析，而且基于长时间框架的历史逻辑考察也同样必要；不仅要关注物质生产层面的客观

规律，而且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层面的特殊作用也同样关键。为此，本文立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

以来的百年时间框架，系统梳理和提炼了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质量思想的探索脉络，深入考察

了这一思想演进的内在逻辑，并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经济发展质量问题始终受到其关注，且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

层次、不同侧重的内涵探索：1921−1949 年主要是基于“数量与质量辨证逻辑”的方法论内涵探

索；1949−1978 年聚焦于“经济发展质量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必然要求”这一生产关系内涵的探

索；1978−2012 年侧重于“提高经济效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生产力内涵探索；2012 年至今

则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思想，其本质是囊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环节和技术、制度、理念三

线索的社会生产方式系统性变革。

（2）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质量思想的历史演进与内涵转换，遵循着“生产力−生产关系”“经

济基础−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马克思主义逻辑，“始终以人民利益为根本价值取向”的社会主

义逻辑，以及“意识形态具有强自觉性和高适应性”的中国特殊逻辑。三种逻辑之间相互支撑、

彼此加强，彰显了无产阶级政党进行国家治理和指导经济工作的独特优势。

（3）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思想的提出，不仅遵循了物质生产层面一般规律和客观要求的决定

性作用，而且是对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质量思想持续探索的继承与拓展，更受到新时代人民利

益目标导向以及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自觉变革的关键推动作用，这些均构成了我国高质量发展

思想的特殊内涵，也决定了这一战略思想所具有的适时性、系统性和目标性。

本文的上述结论，不仅对于丰富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思想研究、深化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战

略研究、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研究等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对于新发展阶段进一步推

动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一社会生产方式变革也有现实启示意义。第一，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须遵

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逻辑，即要立足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一方面要协同推进生产、分

配、交换、消费四环节的系统性质量升级，另一方面要持续推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三个

维度的匹配性变革，要警惕孤立的、局部的质量变革举措；第二，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须坚持以

人民利益为根本价值导向的社会主义逻辑，即旨在提高经济质量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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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须始终以提升人民利益、保障人民美好生活为导向和标准，要警惕以高质量发展为名、以

损害人民利益为实的资本趋利行为；第三，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须继续保持中国共产党意识形

态的强自觉性和高适应性，即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保障中国共产党意识形

态包容开放的基础上，提升其对经济实践的能动性和主导力，对此要警惕新自由主义等资本主

义意识形态的外部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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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Thread and Transformation Logic of the
CPC’s Thought on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Century

Wang Lin1，2,  Ma Yan1，2

(1. School of Economics，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China;
2. Institut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China)

Summary: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economy from high-speed growth to high-quality develop-

ment is an important strategy made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in the New Era. But what is the

thought evolution basis for this major strategy and what is the transformation logic of this evolution? This

question is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practice path of

China’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However，relevant researches mainly focus on the decisive role of the ob-

jective law of material production on the proposal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while ignoring the key role of

the CPC’s thought on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which needs systematic analysis and in-depth

study.

Therefore，based on the 100-year timeframe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PC，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bs the exploration thread of the CPC’s thought on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and deeply

analyzes the evolution logic of this thought.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CPC has always concerned about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its founding and experienced the following transformation of thought

focuses：methodology perspective （1921–1949） – production relations perspective （1949–1978） – product-

ive forces perspective （1978–2012） – production mode perspective （2012–）. The above evolution follows the

Marxist logic of “the mutual interaction between productive forces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economic base

and superstructure”，the socialist logic of “taking people’s interests as the fundamental value orientation”，

and the Chinese special logic that “the CPC’s ideology has strong consciousness and high adaptability”.

Therefore，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proposal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not only follows

the objective law of material production，but also inherits and breaks through the continuous exploratio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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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environment，in their point of view，securit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development to a certain extent，

so they adopted the strategy of prioritizing the development of heavy industry，and the strategy is based on

Mao Zedong’s thought of “three simultaneous developments”，which is the main content of his economic stra-

tegic thought. The thought of “three simultaneous developments” refers to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ought

of simultaneous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light and heavy，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thought of simultan-

eous development of coastal and inland areas，and the powerful country development thought of simultaneous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national defense.

Although the strategy of prioritizing the development of heavy industry has realized security objectives

through develop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scale，it has not achieved the efficient economic results which are

comparable to the market economy. Some economists made negative comments on this development strategy

mainly on this ground. Such an evaluation is only valid in the sense of economics. This also suggests that once

the conditions are ripe，China will carry out reform and opening up. However，from a strategic perspective，this

evaluation is one-sided，because it takes no account of the most urgent security objectives of that era. And，in

the present and future process of new industrialization，we still need to make strategic trade-offs between se-

curity and development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Key words:  Mao Zedong； 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 of prioritizing the development of heavy industry；

 planned economy；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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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C’s thought on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and is also driven by the goal orientation of people’s

interests in the New Era and the self-conscious change of ideology，all of which constitute the special connota-

tion of China’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academic value of this paper could be concluded in three aspects：First，it combs the exploration of

the CPC’s thought on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periods，which enriches the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CPC’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ought. Second，it clarifies the transformation logic of the

CPC’s thought on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which is conducive to deepen the scientific under-

standing of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formation logic of the CPC’s thought 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ird，it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PC’s thought on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

velopment，such as regularity，strong consciousness，high adaptability and consistent value orientation，which

will strengthen the study on the advantages of both the CPC’s leadership and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ought on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evolution thread； transformation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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